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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春，毛澤東發起整風運動，其原先規劃對黨內進行整頓與革新，但
是到後來卻加入了「反右派」的議程，使得運動演變成對黨內外敢言人士的大

肆討伐和追查。當時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兼北京市委第

一書記、市長的彭真，在其中的政治角色和影響問題，西方學者雖早已注意，

但研究過淺並認識有誤；中國大陸官方史家則對之不敢細談和深究。本文以近

年蒐集的各類文獻資料為基礎，經過考察後指出：彭真雖非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的成員，但他深受層峰信賴而參與運動各階段的政策制定。彭真因身任中央書

記處第二號書記，直接肩挑運動相關政策如「引蛇出洞」的執行，他對自身分

工負責的領域如統戰和政法部門的「反右」操作上，更是獨當一面。與此同時，

彭真又因擔任首都北京市的最高黨政負責人，直接掌控當地的運動發展。在他

的努力下，北京市的運動作法和經驗，常成為其他省市參照模仿的對象。彭真

對運動所作的兩層次（中央和北京市）、多面向的參與，使之成為運動的實際

操辦者和運動激化發展的重要關係人。在運動中的高層菁英互動方面，除了可

見彭真對毛澤東的悉心跟隨和力爭表現，也可觀察彭真和鄧小平為貫徹運動決

策的緊密合作。最後，透過彭真的此一個案研究，還可有助於進一步地認識和

了解中共的政治運動，特別是藉之檢視在運動過程中承上啟下、職司執行的

「督導人」的相關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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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1年 2月 19日，北京大學舉行校友春節聯誼會，出席的校友高達 300

至 500名。此會是北大每年一度連絡校友的例行活動。然而，一連幾年，這

一聯誼會都出現了十餘名的陳情者，讓校領導退避三舍、藉故不來。他們是

何許人也？原來是一群在 1957年中共整風、「反右派」運動中被劃為「右派」

的北大學生。到了 2011年，他們雖已是 70、80歲的老先生、老太太，但卻

仍要求北大為他們當年在政治上被打成「右派」冤案，予以正式道歉和賠償。

這群已是白髮蒼蒼的當年「右派」北大生，當說到造成他們黃金青春提早夭

折並承受多年磨難的元凶禍首時，自然提到 1957年那場政治運動的發起者

毛澤東。但是他們談到次數最多的高官、憶及時流露最多憤恨之情的高幹，

則是當時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兼北京市委第一書記、

市長的彭真（俞梅蓀，2011）。從這一個側面可以反映出彭真在該運動中的

活躍程度和負面影響。

關於彭真對 1957年中共整風、「反右派」運動的參與和意向的問題，很

早就引起西方學界的注意。只可惜，其研究情形甚為不足，認識上也存有偏

差。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基於「兩條路線鬥爭」（two-line	struggle）

的思維，認為彭真屬於劉少奇的系統，長年協助劉負責中共的組織與幹部工

作。由於 1957年的整風旨在檢討、改造幹部的不良作風問題，如同是對劉、

彭過去業務的檢查與批評，因此彭對整風的發起有所遲疑和抗拒；在運動開

始抓「右派」後，他才表現得積極（MacFarquhar,	1974:	192,	194–197,	203,	205–

207,	270,	282,	288）。泰偉斯（Frederick	C.	Teiwes）則持相反的意見。他認為：

彭真支持整風，對抓「右派」則不若馬若德所言般的嚴厲（Teiwes,	1993:	197–

198,	223）。1然而，如果對馬氏、泰氏的相關論述作進一步的分析，可以發

1	 	皮特曼•波特（Pitman	B.	Potter）所撰的海外唯一一本以彭真為題的專著，主在介紹彭真
對中共政法工作的主張與影響，對於彭真對整風、「反右派」的態度問題，波特僅列舉包括

馬若德、泰偉斯在內的各方說法，自己不敢貿然作出判斷（Potter,	2003:	7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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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兩位學者皆僅憑彭真的三言兩語，即作為論斷的依據。他們除了立論基礎

薄弱並且根本無法讓讀者知曉彭真在運動中的具體角色和作為；就他們所特

別關心的中共菁英議題而言，彭真在運動期間如何和其他黨內要人，特別是

毛澤東以及彭在中央書記處的上級鄧小平互動？他們也鮮有著墨，留下一塊

重要的研究空白。

針對彭真如何涉入整風、「反右派」的問題，中共官方出版的《彭真傳》

強調：彭真無論在整風發起前後或是「反右派」開始以後，都與以毛澤東為

首的中共中央保持一致。然而，若進一步地對之細讀，可以注意到該傳對於

彭真參與「反右派」的描寫，竟沒有提及任何一個經彭之手而陷入「右派」

深淵的具體個案。這本彭真的官方傳記倒是特別強調彭真主張將北大教授傅

鷹立為「中右」標桿一事，亦即只要言論不超過傅氏的人，就可以不被劃為

「右派」，試圖以此事凸顯彭真欲限制運動打擊面的努力（《彭真傳》編寫組

編，2012a:	928–954）。《彭真傳》的此一「巧心」，卻繞不過一個重要的問題：

在彭真立傅鷹為「中右」的標桿後，何以仍有許多人被打成「右派」？彭真與

這個所謂的運動「擴大化」又有何干係？綜上所言，《彭真傳》對其傳主參與

「反右」的處理態度與手法，可概括為：「表面上正視問題，實際上擱置問題」。

綜前所述，針對彭真參與整風、「反右派」運動的問題，迄今尚無一個

嚴謹的專門學術研究。西方學者只有甚為簡單的觀察，即便如此，也存在錯

誤，未能對之作深入的探討；2中國大陸官方史家則依照「宜粗不宜細」的原

則，對其點到為止而已，不敢深究。彭真在 1957年春毛澤東發起整風運動的

前後，其政治態度為何？有何作為？運動加入「反右派」意圖後，彭真如何

對之進行部署？在「反右派」開始後，他怎樣投入相關的政治鬥爭？在後來

運動衝擊面的氾濫擴大上，彭真介入的情形為何？在運動期間，彭真和毛澤

東、鄧小平之間的互動情況和影響為何？另外，本文對彭真所作的細節的實

2	 	例如：馬若德和泰偉斯都僅簡單地利用彭真的講話片段，即對彭真在整風運動的立場和態
度輕率地作出判斷，而且他們各自的觀察都與實際狀況有所出入。馬氏認為彭真在整風醞

釀和開始初期暗中進行抵制，泰氏主張彭真在「反右」時不是很積極。實際上，彭真在運

動的各個階段皆以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立場為準，積極行事、唯恐落於人後。至於彭真如

何具體執行運動政策、對運動的發展造成什麼影響，他們更都沒有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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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研究（detailed	empirical	research），又將如何增進我們對更大的中共政治問

題，尤其是對毛澤東主政期間的一大政治特色─政治運動的認識？本文嘗試

回答上述的問題。

本文的主要論點為：彭真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以外最重要的領導

人，既參與運動各階段的政策制定，也因身任中央書記處的重要成員而負責

相關政策的執行，在其黨內分工領域如統戰和政法內的運動操作上，更是獨

當一面。與此同時，彭真又因擔任北京市的最高黨政負責人，直接掌控當地

的運動發展。事實上，彭領導下的首都運動發展，一方面是中央運動決策的

首要推行地；另一方面，其之發展又回過來證成中央對運動的設想，並成為

其他省市的參照模仿對象，甚至影響中央對運動的觀感判斷和下一階段的安

排。彭真對運動的兩層次（中央和北京市）、多面向的參與，使之成為運動中

的重要鋒將。彭真在運動中與毛澤東、鄧小平密切配合，強力、有效地推進

運動，讓後者甚感滿意，並促成相關人士在之後作更進一步的政治協作。另

外，以彭真的案例為基礎，可以嘗試梳理出在中共政治運動推行過程中與之

相似的政治角色─負責貫徹和執行運動的「督導人」的基本職責和傾向。

本文之目的是：試圖重建彭真在中共這場惡名昭彰的政治運動中的角色

和活動，冀以對彭真個人的歷史、其對首都的政治治理，以及對毛澤東時期

的菁英互動和政治運動的研究有所裨益。本文的章節安排，除此前言外，主

要有如後六個部分：一、在整風醞釀和展開期間，彭真所持的態度與活動情

形；二、對「整風」中間加入的「引蛇出洞」方針，彭真分別在中央層級和

北京市落實的情況；三、彭真在「反右」開始後，如何揪鬥、深挖上至廟堂、

下至校園的大小「右派」；四、中央宣稱「反右派」鬥爭基本取得勝利後，彭

真在哪些部門仍繼續不休地進行政治獵巫；五、彭真對「右派」劃線和審定

上的舉措；六、簡要探討彭真在運動中和毛澤東、鄧小平的互動情形。最後

在結論的部分，試以彭真此一個案研究，扼要地探討在中共的政治運動中，

擔負執行任務的「督導人」的政治角色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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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彭真對發起整風的態度

一、響應毛澤東的整風構想

1957年春，毛澤東鑒於中共在去年宣稱完成資本主義的基本改造、進入

社會主義階段後，城市中出現層出不窮的罷工、罷課事件，農村地區也湧現

農民退出合作社的風潮，開始思考如何妥善處理社會中的各項矛盾和問題。

毛澤東認為作為執政黨的中共，首先必須反求諸己，特別是要革除自身存在

的錯誤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包括：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等。在

黨幹和黨員嚴以律己後，方能澄清吏治、知民所欲，進而調動民眾的積極性

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具體辦法就是沿用中共延安時期整風運動的做法：一

方面發動群眾對黨展開無保留的批評，另一方面，黨的各級成員也必須不護

短地作自我批評。毛澤東在 2月 27日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

的演講《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 3月 12日在中共全國宣傳工

作會議上的講話，系統闡述了上述的政治理念，冀望為整風的預備發起進行

動員（毛澤東，1999a:	204–244;	1999b:	267–283）。

1956年中共舉行「八大」，成立中央書記處負責處理中央日常工作。在

此政治機構內，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為主、彭真為副；組織更明確規定：彭真

協助鄧小平「負總責」。毛澤東在 1957年春開始醞釀發起整風後，中央書記

處就開始為之忙碌起來。3月中、下旬和 4月上旬，鄧小平勤走華北各省，推

銷整風的政策和精神。在鄧小平離京期間，彭真在中共全國宣傳工作會議進

行之際，陪同毛澤東和文學、藝術、高級教育工作者進行座談並參與討論，

並在會後傳達毛要求各級黨幹須確實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務

必打破黨內宗派主義、教條主義作風的指示。彭真還挑起中央書記處的領導

工作，討論、制定能體現毛整風倡議的政策文件，如中共中央《關於處理罷

工、罷課問題的指示》，也指示中央相關部門對整風的發起預作準備和展開

動作（《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197–200,	203–204）。

在中央分工兼管統戰工作的彭真，就指示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進行政

治鬆綁，以為黨內、黨外合作提供條件：在政治上、思想上，中共繼續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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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民主黨派的領導，但對後者「今後組織上不加干涉」，「〔中國民主同盟副

主席〕章伯鈞想辦《光明日報》，我們決定放，有錯誤可以批評」。彭真在中

央書記處會議上也飭令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總工

會等部會：「先準備意見，如對高級幹部的整風意見怎麼辦？知識分子和軍

隊中怎麼搞法？」另外也指示要向上海等省市徵求對整風的意見（《彭真傳》

編寫組編，2012b:	205,	208）。對於地方傳達學習毛澤東整風講話的情況，彭

真也予以關注。針對不積極認真者如陝西省西安市委，他就同意對之公開加

以揭露並說「批評得好」（鄭笑楓，2007；皮學軍，2012:	51）。

4月 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正式宣告在全黨進

行一次整風運動。彭真參與討論和審閱此一文件。為了更積極地爭取黨外人

士協助中共進行開門整風，由彭真分管、李維漢領頭的統戰部，從 5月 8日

起開始召集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以及工商界人士參加座談會。李維漢將

座談會所整理的報告上報黨中央時，多會經彭真核轉（沈志華，2008:	538,	

562）。對毛澤東提倡的整風，彭真自己內心的真實所想是難以探知的。但就

他當時在中央的政治行徑和外顯表現，其應可算得上是對毛發起整風政策的

一個有力的支持者和唱和者，亦步亦趨地緊跟著以毛為首的黨中央。

二、領導北京市的整風

在北京市的整風方面，對於毛澤東籌備發起的指向黨內弊病的整風運動

構想，彭真都即時向他領導下的北京市委高幹傳達。3月 16日，彭真就對市

委宣傳部和高等學校黨委負責人表示：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內部矛盾，不能

用對待敵我矛盾的辦法處理；黨幹不能一有人批評就說對方是居心不良。在

同一場合，彭真更要求其治下的北京市要成為這場整風的標竿與模範：「6、

7、8月要開始整風，北京市要做典型。」（《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01–

202）

彭真知曉毛澤東對於其整風構想在黨內遇到各種阻礙與抵制甚為不悅。

彭真因此積極地催促其治下的北京市推行整風。彭真除了批評北京市的幹部

「嗅覺有點遲鈍」、「認識還不系統」，更進一步要求市委領導先自己「搞通思

想」，接著在局處長、區委以上、大廠黨委以上幹部中檢查思想。彭強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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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怕鳴，不要怕放，不怕罷工、罷課，先鋒隊自己先站穩，然後到群眾中去。」

5月 4日，彭真也機敏、迅速地將截至當時為止北京市傳達學習毛《如何處理

人民內部的矛盾》講話的情況，向中共中央呈送報告。藉此一方面讓以毛為

首的中央知道京畿地區黨員與群眾對整風的態度和反應；另一方面，讓毛知

道彭真自己在推行整風上沒有輕忽、怠慢。彭真在推行整風問題上表現出來

的積極、勤快，在 5月 7日得到以毛為首的黨中央的好評，認為「報告很好」，

指示轉發各地參考，並可登載黨刊（《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16–218）。

彭真在對北京市委高、中級幹部做完初步思想動員後，5月 8日，他召集

市委高幹討論如何在市內落實、推行整風運動。步驟上，彭真指示要：一、

學習指導整風的文件，並強調要認真領會文件的精神實質。二、由市的黨政

高幹帶頭做榜樣，嚴肅而認真地檢查自己的工作和思想狀況。在取得經驗後，

逐級往下推進。組織上，在彭真同意下，北京市委同日發出《關於開展整風

運動的計畫》，成立由劉仁擔任組長的整風領導小組，以領導和指揮市內的運

動（《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19–220）。

北京市委整風領導小組由劉仁掛帥，是否代表了彭真對市裏後續的運動

發展不聞不問？實則不然。根據市委整風領導小組成員范瑾後來的證詞：

「1950年代中期以後，平時彭真一般不參加市委的會，真重要的會議才參加。

各次運動彭真抓得很緊，親自主持並聽彙報。」（李海文、王燕玲編，2002:	

291）范氏所言的彭真「抓得很緊」的「各次運動」，自然包括 1957年由毛澤

東一手發起的整風運動。

從後來整風運動的各階段看來，彭真雖不是市委整風領導小組的一員，

他仍可藉由召開市委的各種大小會議，對北京市的運動進行指揮和指導。由

於彭真管事認真細膩、不拘大小的風格，更重要的是，其深曉北京市的整風

在中央整個運動佈局中的先行地位和展示意義。因此，彭真既會對北京市的

運動做出方向性、綱領式的指示，有時也會對組織上直接歸市委領導的單位

如重點高校的運動走向，以至具體個人，特別是所謂的名人賢達的運動境遇，

直接過問和裁決。劉仁為首的整風領導小組的角色，則主要是按彭真發佈的

運動指示辦事或將之落實在京畿地區，並負責處理首都運動中發生的具體事

宜，以讓彭真將更多的心思與精力放在參與中央對全國運動的管理上。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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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仁和彭真有多年共事的經驗和默契，劉和市委主要成員在運動的執行過程

中，如有重要的事態動向和戰果捷報，也會注意向彭真報告與請示。彭真聞

知後即能在黨中央議事時交付討論或呈報受獎。

參、彭真對「引蛇出洞」的積極參與

一、協助中央施行「引蛇出洞」策略

出乎毛澤東的意料之外，整風開始後，針對中共的施政，竟出現為數眾

多的嚴厲批評。毛因而在 1957年 5月中旬，改在運動中加入「引蛇出洞」的

內容，以辨識「右派」及其藏身之處。3對於運動從真心整風到狠心「反右」

的這種政治轉變，彭真除了組織紀律上、思想認識上必須跟從毛澤東領銜的

中共中央，他自己在很大的程度上，或也深有同感、認為有所必要。亦即在

彭真個人的主觀意識上，是同意此一「右派」敵情嚴重、需要重手處理的政

治判斷。

在中共開門整風後，各方逐漸湧現多種針對中共施政的尖銳批評意見，

彭真個人也感受到越來越大的政治壓力，因為一些引起黨外、以至黨內下層

非議的政策，彭真個人多深入參與、直接扮演要角。例如在彭真主持下的北

京市群眾運動，連彭真近身的工作人員都坦承：「1955年開展的清查『胡風反

革命集團』及其後的『肅反』運動搞了『面對面』的揭發鬥爭，傷害了許多

同志，遺留了很多問題。」（王漢斌口述、韓勤英整理，2012:	69）換言之，整

風中出現的不少指向中共的嚴厲批評，實際上可連繫到彭真個人，若相關問

題再被進一步地追究，彭真恐怕得要負起有關的政治責任。所以當整風變調

成懷有蓄意整人的陰謀後，彭真應是欣然接受並積極具體張羅。

3	 	關於毛澤東因為受到批評意見的影響，而在原本的整風運動中另外加入「引蛇出洞」、「反
右派」議程的說法，持相關意見的研究者，例如：朱正（2001:	110–120;	2011:	87–89）、陳
永發（2001:	683–686），以及沈志華（2008:	461–462）。本文也採取此一說法。但誠如審查
人所指出：另有一種看法是強調毛澤東打從一開始即持以「引蛇出洞」的圖謀，亦即其發

動整風就是為了「反右派」。如此主張以李慎之（1998:	114–115,	124–125）為代表。在此註
明，以資比較和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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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引蛇出洞」？毛澤東所想的辦法是：中共繼續表面維持虛心檢討

的姿態，使盡全力敦請各方指教與指正；再將這些中共邀請而來的批評與建

言，特別是讓中共感到懷有敵意、別有所圖的言論，登諸報紙。這樣一來，

持相關意見者就無所遁形，黨幹與群眾就可以好好「欣賞」他們的政治醜態。

5月 21日，中央書記處舉行會議，彭真偕同鄧小平命令中宣部、人民日報

社、新華社分類整理整風「鳴放」中被引出的「錯誤」主張和觀點，同時佈

置撰寫反駁的社論與文章。彭真在此會上對黨的主要「喉舌」的負責人表示：

「黨報要有思想性，只要思想上堅定，就可以把資產階級打下去。資產階級抓

國防、公安、財經不行，比較容易的是思想戰線，這是今後和資產階級的最

大鬥爭。」「幾個黨報要合作，要有分工，互助合作，發揮自己的長處。」（《彭

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27）

在此前後，彭真更直接出面「引蛇」和「釣魚」。彭真和李維漢利用整風

初期開始舉行的黨外人士座談會，敦請在朝為官或活動活躍的民主黨派要員

到會發表高見，請其步入「右派」之甕。根據後來被中共打作「大右派」的

章伯鈞的妻子回憶，彭真就殷勤約請章伯鈞數次，邀之向中共提意見（黃河

清，2004）。

5月 27日夜，毛澤東召集各省市黨委書記舉行關於整風「鳴放」問題的

彙報會。在這場內部會議中，彭真以中央領導人的身分，向來自各地的方面

大員說明近日來發生在京畿地區的重要「右派」陰謀活動：

整風運動開始是整頓黨的隊伍，現在發現有階級鬥爭問題，有些

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向我們進攻，有的集中力量攻肅反，攻公安工

作，有的要在政協組織知識分子委員會；黨內也有一些政治上動

搖的「起義分子」，在這種情況下，要通過大放，才能識別各種

人物的政治面目，牛鬼蛇神才能看清楚。放的好處是右派暴露，

中間派出氣（《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30）。

彭真的話中雖沒有明指誰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但是其所指為何，

呼之欲出。攻擊中共「肅反」最力者，首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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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紹竑。章伯鈞雖主要是因為提出「政治設計院」而觸怒當道，但在 1957年

初，他與彭真一同出訪時，也曾就「肅反」個別的案子向彭反映不同意見。

整風期間，章也提出中共應要下決心檢討「三反」、「鎮反」及「肅反」。主張

在政協成立知識分子委員會的人，就是民盟副主席羅隆基。相關人物當時都

已被中共中央認定為「大右派」。這些以言獲罪的黨外人士，他們之所以發表

惹禍上身的言論，細究起來，不正是彭真、李維漢利用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

引出來的嗎？

可能正因為彭真、李維漢組織的座談會「引蛇出洞」成效卓著，6月 3

日，彭真參與的中央書記處要求中央相關黨政部門「應繼續放，召開高級知

識分子座談會」（《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32–233）。

二、領導北京市的「引蛇出洞」

彭真在中央協助佈置「引蛇出洞」策略之餘，他也對北京市主要高校佈

置此一詭計。5月底，彭真在市委所在地，親自召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

國人民大學等校的黨負責人與會。根據出席相關聚會的人士回憶：彭真在會

上督促這幾所大學的負責幹部，要貫徹執行中央新定的運動方針。彭真在會

中批評北大黨委第一書記江隆基和清大校長兼黨委第一書記蔣南翔「怕放」。

彭表示：「現在就怕他們不放，要請他們出來，讓他們放夠，不要急於反駁。

同時要組織左派隊伍，準備將來反擊。」（阮銘，2010:	182–183）針對同一會

議，另外也有資料指稱，彭真囑咐這些重點高校黨幹：用各種辦法，製造氣

氛，引蛇出洞。彭真指示他們示弱，使「右派」們盡情鳴放，無所顧忌。彭

還說：「時間不多了，很快就要發動全面反擊，反擊開始後就沒有人鳴放了。」

（丁抒，2006:	107）

直至中共中央正式發起「反右派」以前，彭真繼續以聽取高等學校黨幹

報告的方式，過問、指揮校園的運動發展。6月 1日，彭真聽取北京師範大

學、北京外國語學院、北京礦業學院和北京石油學院等校負責人彙報校內「鳴

放」的情況。同日的另一個場合，彭真對大學高校的運動情勢表示：「現在大

學裡已經是狂風暴雨。但黨並不害怕，狂風暴雨是颳不倒我們的。」（《彭真

傳》編寫組編，2012b:	232）。彭真之所以表現得信心十足，首先可能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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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當前由校園書生颳起來的風暴，乃是黨刻意放手、甚至一旁出力而成，

因此無論其鬧得再大，等黨一反擊都會迅速雲散煙消。其次，彭真也作好了

準備，不讓北京高校的「鳴放」熱潮外溢到校外，尤其是與中小學和工廠串

連在一起，以免產生聯動效應而增加爾後收拾局面的難度。

彭真從兩方面下手，將高校的運動發展規限在校園而與外面隔絕。第一，

彭真雖鼓勵高校師生參加「鳴放」，但仍對之活動做出限制：不要停課、上

街，以及下工廠。第二，為了讓高校的「鳴放」在得不到外界聲援下而孤掌

難鳴，彭真指示：「不要在工人中和中小學中開展整風，以免分散力量」（5月

24日），「工廠中不要放，中小學也不能放」（5月 27日）（《彭真傳》編寫組	

編，2012b:	225,	229,	231）。彭真更親自出面向北京工人喊話與說明。

6月 1日，彭真透過有線廣播向 4,000、5,000名工人、店員演講。彭真

在講話中，首重穩住工人的情緒，強調中共領導下「取得偉大的勝利，這是

客觀的事實」，「土改」、「三反」、「五反」、「肅反」、「三大改造」都是明證。

並提醒有心人士藉著整風之機向工人煽動、否定中共建國以來立下的成績。

他強調工廠任務繁重，事關國家工業化和人民生活，因此現在一般不進行整

風（《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31–232）。6月 3日，在市委召開的工廠、

商店、建築業的幹部大會上，彭真又到會講話並指出：現在有兩個鬥爭，一

是黨內的思想鬥爭（整風），另一是階級鬥爭。他強調後一鬥爭的出現，是因

為地主階級、資產階級「一方面在理論上否定黨的領導，說黨實在不像話；

另一方面想到工廠、農村借整風煽動鬧事」。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

若如彭所言地面臨政治危機，工人豈能坐視不管？在場的工人聽後應該莫不

感到義憤填膺。彭真也向工人「老大哥」「交了底」：「過幾天，光共產黨整

風啊！黨的風都整好了，黨外這個那個就不整？」（彭真，2003a:	308,	316）

也就是預告黨在不久之後，就要反撲整黨外了。

肆、彭真操控人大會議大批黨外「右派」

在整風醞釀期間與運動初期，毛澤東、彭真皆主張：人大與政協兩個組

織以及在其中活動的黨外人士，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應扮演更大、更實質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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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194,	221）。但是等到中共開始進行「反右	

派」鬥爭後，相關機關反而成為中共組織批判「不聽話」的黨外人士的主要

場域與舞台。作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的彭真，就是有關「批

鬥大會」的現場指揮官。

在「反右」開展的背景下，6月 26日至 7月 15日，中共舉行第一屆全

國人大第四次會議。此一人大會議，事實上演變成一場批鬥、討伐「右派」

的大會。會議正式開幕後，身兼大會主席團成員、秘書長，以及常務主席之

一的彭真，注意調升會議「反右」熱度，也密切聽取會中「反擊右派情況的

彙報」，並作出相應指示（《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44）。在北京市與彭

真熟識的吳晗和梁思成，就積極配合彭真，在人大會期間擔任批判「右派」

急先鋒的角色。

歷史學家出身、官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從中共建國以後即多次提出

加入中共的要求，但一直未能如願，使之一度心灰意冷。直到 1957年 3月，

吳晗的入黨申請案在彭真和劉仁商議後，由彭親自向毛澤東彙報，方為毛所

批准（張道一，2009:	684–685）。總算一償入黨宿願的吳晗，對外不公佈其中

共黨員的身分，仍繼續以民盟北京市委負責人的面貌見世。對於不久即來到

的整風運動，吳晗自然希望能有所表現，以向毛澤東及入黨推薦人彭真答謝

和表忠。當整風加入「反右派」的內容後，跨足中共與民盟的吳晗，實際成

為中共安插在民盟中央高層的一個暗樁。人大會議中，表面上作為民盟人大

代表的吳晗，也與主導會議的彭真裏應外合。

吳晗在大會發言的一開始就表明：由他領導的北京市民盟組織一向堅持

接受中共的領導，因此遭章伯鈞、羅隆基指責為「只聽中共北京市委的話」。

吳晗接著就痛批章伯鈞及其主張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及其建議的「平反

委員會」，還有章羅「合夥經營的黑店」的大小「跟班」和各地「分號」如四

川的潘大逵。事實上，吳晗的砲火並不限於民盟「右派」，其他民主黨派的頭

號「右派」如黃紹竑、民革中央常委陳銘樞、中央委員譚惕吾等無一倖免（人

民日報，1957a）。

梁思成乃梁啟超之子，是一位享譽中外的建築學家。中共建國後，梁思

成向來堅決主張在保護北京城原貌的前提下，規劃著手首都的建設。這與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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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東喜新厭舊、改天換地的想法相左。彭真往往從中扮演著代替毛出面向梁

思成進行溝通、甚至施壓的角色，但梁思成也擇善固執、據理力爭。兩人經

常互不相讓、甚至吵得面紅耳赤、不歡而散（湯壽根，2012:	72）。1955年，

彭真奉中共中央政治局之命，領導一個由北京市委和中宣部聯合組成的寫作

團隊，撰寫、預備了數十篇批判梁思成建築思想的文章。然後，彭真登門造

訪梁思成，告之黨已備齊檄文，但仍寄望其幡然悔悟。在彭真軟硬手腕交叉

使用下，梁思成不得不屈服而自我檢討（于光遠，1997:	33–34）。在此過程

中，彭、梁不打不相識，兩人之間反而建立了一定的情誼和關係。

梁思成在整風初期與「反右」前後都盡力表現並為彭真所注意。在 6月

14日北京高校負責黨幹的座談會上，彭真說明中間分子在當前「反右」鬥爭

中的重要性時，就特別提到梁思成，稱其「表現很好」。兩天以後，北京市委

邀請梁思成在內的百餘名黨外教授出席座談會。梁思成聽了彭真在會上所作

的指示：為使「右派」迷途知返，要對之做工作，「但是不要調和」（《彭真傳》

編寫組編，2012b:	213,	238–239）。梁亟思進一步地爭取表現。

在人大會議中，梁思成除了與其他幾位建築同行作了一個誓言跟隨中

共、全力進行「反右」的聯合發言外（人民日報，1957f），他還另外要求在

大會上做了一次補充發言。在這次發言中，梁思成自揭過去「一個人單槍匹

馬地想搞一個在建築領域中的反黨運動」的錯誤，並公開感謝中共按住壓下

旨在批判他的文章，沒有將他同當時正受批判的兩胡（胡適、胡風）、兩梁

（梁漱溟、梁實秋）等同起來。梁思成強調：「我才知道黨對我的這種無微不

至的愛護。」（人民日報，1957d）1955年中共對梁思成放過一馬、讓後者「從

心眼最深處感激感動」的事，如前所述，主事者就是彭真。彭真數年來對梁

思成所做的統戰工作，在整風、「反右派」中終能收到效果。

在彭真各種形式的安排與鼓勵下，如前所說的吳晗和梁思成，以及許多

黨外人士，紛紛在人大的議會殿堂上對大小「右派」不留情面地重砲轟擊。

彭真在「反右」即將開始前夕（6月 6日），專程打電話至湖南長沙，召集兩

位前國民黨降將、時任湖南省正副省長的程潛與唐生智盡快進京，一道加入

即將開始的「反右派」（紀彭，2012:	55）。程、唐也不負黨的期望，在人大會

場上大批「右派」（人民日報，1957b；1957c）。在彭真佈置的「反右」隆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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砲聲下，人大代表中的「右派」們面臨萬夫所指的處境。在強大的政治壓力

下，有的「右派」如黃紹竑更尋短自殺未遂。

黃紹竑對中共的「肅反」政策向來沒有好評，整風開始後，在彭真、李

維漢主辦的實為「引蛇出洞」的統戰部座談會上，黃氏更對中共「肅反」等

問題做出系統的批評。5月 27日，在毛澤東召開的地方領導人齊聚的整風彙

報會上，彭真說「集中力量攻肅反、攻公安工作」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就是指黃紹竑。在彭真主導的人大會議中，這位前國民黨「桂系」的台柱自

然成為眾矢之的，在大會和小會上都遭到辱罵和逼問。黃紹竑在人大開會期

間吞食安眠藥意圖自殺一事，彭真全盤掌握。他要人傳話給黃：「第一句是這

個辦法不行，要徹底好好檢討；第二句是有錯好好改。」值人大會議進行期間

的 7月 7日，周恩來召集各民主黨派的負責人和知名的無黨派民主人士進行

座談。彭真在此會上批評黃紹竑「想用自殺的方法來同我們作鬥爭」，意圖藉

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抹上一臉的灰」。彭真強調：黃和章伯鈞、羅隆基、儲

安平都是「走另外一條道路」的人，「吃一點安眠藥是嚇不倒我們的」（周恩

來，1957:	35）。被彭真點名「走另外一條道路」的人，在人大會的內外夾殺

下，最後無不檢討認錯。

彭真利用人大的論壇，策動各類親共的所謂中間分子與民主人士，對那

些已淪為「右派」的同僚與舊識進行「地毯式」的揭發。在此一過程中，彭

真借重這些愛黨、愛國的黨外人士協助中共高揚「右派」先生們的「臭名」，

除了因為他們與後者相識多年、知其根底，可以供出有份量、有實質的批判

內容。他們的踴躍助戰也可以顯示：中共發起「反右」，不是以大欺小，而是

有黨外的背書，是「吾道不孤」。與此同時，他們自身也可以歷經一次鬥爭的

鍛鍊—與黨共進退、作黨的鷹犬；為了黨的事業而對敵兇狠。並且進一步

地深信要以黨的是非為是非。彭真認可的社論就評道：「大多數知識分子和

工商界的代表在這一鬥爭中是站在擁護社會主義方面的，而且經過這一次鬥

爭的鍛鍊，他們的認識更明確了。」（人民日報，1957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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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彭真推進中央和地方的「反右」

一、指揮中央部門與群眾團體「反右」

彭真作為中央書記處的第二號領導人，在運動期間多次陪同鄧小平在中

央書記處會議上，聽取黨政各部會與重要群眾團體的運動彙報或對之進行討

論。對政府部門方面，例如：中央書記處在 6月 19日討論衛生部的整風問

題，6月 28日聽取外貿部、文化部、地質部、建築工程部的運動情況時，彭

真都在場參與（《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40,	243）。對黨的直屬機關方

面，中央書記處最常過問的單位是中共中央高級黨校。

中央高級黨校在「鳴放」期間冒出許多批評黨的直率、甚至出格的言論，

因而被黨中央視作要重點整頓的單位。中央書記處在 6月 19日、7月 24日、

8月 23日一再過問高級黨校的整風問題。彭真不但出席前述的書記處會議

（《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31,	240,	249），更在會中與鄧小平配合，強勢

逼迫黨校領導加溫該單位的「反右派」熱度。舉如在 8月 23日的會上，鄧小

平批評黨校的正副校長楊獻珍和侯維煜在是否劃一名學員為「右派」時態度

猶豫不定。在旁的彭真直接對楊、侯施壓：問題不在該員是不是右派，「而是

你們兩個是不是中右的問題！」（杜光，2005:	6）這兩位黨校領導深怕自己被

定為「中右分子」，回校後就大抓「右派」。

對群眾團體方面，隸屬於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即是後來的「共青團」）的

《中國青年報》，在整風中刊載許多大膽的言論，因而在「反右派」中成為重

點的檢查對象。該報的負責人更紛紛面對被劃為「右派」的壓力。《中國青年

報》總編輯張黎群，因為有多人為之說項、陳情，終而避免被戴上「右派」

的帽子。副總編輯陳模在「反右派」中被盯上後，團中央也嘗試想保之。由

於陳模曾擔任過彭真的秘書，團中央便希望藉由彭真講話表態的方式，讓陳

模解危。想不到，彭真在聽聞陳模的情況後，完全不念舊情地表示：「陳模不

是右派，還有誰是右派？」在沒有任何轉圜的餘地下，陳模被劃為「右派」	

（邢小群，2008:	101）。

另一個重要的人民團體「中國作家協會」的運動情形，彭真也有所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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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肅反」運動的背景下，1955年「作協」內部揭發出的「丁玲、陳企霞反

黨集團」案，乃涉及丁玲與周揚之間多年的個人恩怨。在中宣部部長陸定一

的支持下，周揚藉機打倒丁玲，以進一步確立自身在「作協」中的權力與地

位。在 1957年整風氣氛下，丁、陳要求重議他們的案子，「作協」內部也出

現對之支持的聲浪，進而向周揚提出質疑與批評。「反右派」開始後，立場與

周揚相近的陸定一，將此案的爭論上報中央書記處，彭真出席在座。彭真過

去在周揚、丁玲的衝突中，比較偏向周，也曾在周的影響下批評丁的創作。

彭真此次聽了陸定一的彙報後，急切地問道：「周揚怎麼樣？他也要翻案嗎？」

亦即彭真有些擔心周揚挺不住壓力而退讓（李向東、王增如，2006:	181）。不

久，陸、周在獲得鄧、彭為首的中央書記處的授權後，利用「反右」的機會

大整丁、陳，成功地再次將「反黨集團」帽子硬扣在後者的項上。值得一書

的是，魯迅的遺孀許廣平在「反右」中揭發批判丁玲時，就大作丁玲不尊重

彭真的文章：「她〔丁玲〕驕傲自滿，目空一切，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彭真同志略為批評了《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她就對彭真同志非常不滿，見

了彭真同志都不願打一個招呼。她心目中還有黨嗎？」（人民日報，1957i）

二、指導地方「反右」

在運動加入「反右派」主題後，彭真亦以中央領導人與運動的主要負責

人身分，對北京市以外的各地運動予以指導。

在「反右派」號角吹響前夕的 6月 7日，彭真在上海對中共上海市委與

幹部作關於整風問題的報告。彭真在講話中指出運動有兩個性質：「一是共

產黨整風，一是很激烈的階級鬥爭」，「對黨提出批評的不僅有群眾，還有階

級敵人（反動分子實質上是階級敵人）」。彭真提醒目前「階級鬥爭不能全線

拉開，工廠、農村、中小學都要穩住」。但是對於在此界線範圍內的上海運

動現狀，彭真直言：「上海放得不夠」，要抓緊時機（《彭真傳》編寫組編，

2012b:	236）。「文革」中，彭真此次上海行遭指控為：「攻擊以柯慶施為首的

上海市委，說他們怕工人鬧市，因此不敢放手讓〔大〕學生鳴放，鳴放得不

徹底。」（原北京市委機關毛澤東思想紅旗兵團，1967:	37）柯慶施在中共黨

史上向來以「左」的面貌著稱。但是在 1957年的「反右」上，有論者指出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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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表現得比柯慶施還激進（魏紫丹，2007:	80）。

「反右」開始前後，除了到上海，6月上旬，彭真還先後在天津、江蘇、

湖北、河南省市委召集的幹部會議上，傳達中共中央對運動情勢的分析和反

擊「右派」的部署。6月中旬，彭真則以中央書記處的名義召開電話會議，

分批地與 24個省市領導人就運動問題進行會商。在有關電話會議中，彭真

一方面代表中央傳達對運動的觀點與對策，另一方面，聆聽地方的運動情

況，並代表中央對之作出裁示。8月 5日，彭真曾專門過問、指導內蒙古的

整風、「反右派」運動。彭對內蒙古的領導幹部表示：要打擊反社會主義的敵

人右派；對於資產階級極右分子，不得溫情主義，否則就是階級立場不穩；

對於黨內右派、嚴重的違法亂紀分子要從嚴處理。彭真的相關指示，無一不

會對塞外的運動發展起到激化的作用（《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36,	238,	

240,	252）。同月，彭真奉毛澤東之命，繼 6月後又再次前赴南京。彭真此行

代表毛向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施壓，說「這次主席要我來打招呼，他說

你右」，並要之在江蘇省委內部放手查抓「右派」。江渭清毅然保護江蘇縣級

以上的黨幹，但改從黨外的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下手（江渭清，1996:	416–

418）。

陸、彭真領導北京高校「反右」

「反右派」開始後，彭真也甚為關注北京高校大學的運動發展。一、彭

真動員高校的各級幹部，要之挺身為黨而辯、為黨而戰。6月 12日，彭真在

北京市各大學黨員幹部大會上指出：右派進攻是一場「政治化思想鬥爭」。「前

一階段，為了便於大家提意見，我們少放少鳴，不作解釋；現在既然有人向

共產黨進攻，我們也是一家，就要與 99家爭鳴，也是一『花』，就要與 99朵

花齊放，適當的批評是必要的。」兩天以後，彭真又召集北京高等學校黨委

負責人座談。在這場僅限於高校高階黨幹參加的小範圍會議，彭真改口說：

「右派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黨的領導，這一點要有足夠的認識。前兩天我

說反右鬥爭是『政治化的思想鬥爭』，是不確切的，就是政治鬥爭。」他更強

調：「人家不是幫助你整風，是要你的命啊」，「要認識到這是一場殘酷的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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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階級鬥爭！」（《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36–238）彭真的相關言論應能

有效地激起這些校園黨幹的敵我意識，使之返校後即投入「反右」鬥爭。

彭真在動員北京高校黨幹卯足全力獻身「反右派」鬥爭的同時，他竟還

暗中對後者施行政治「釣魚」和「引蛇出洞」。根據因此上鉤而屈作「右派」

的戴煌（新華社記者，當時在外交學院學習）的回憶，「反右」開始後不久，

彭真曾對北京市所有高校黨支委以上的黨員幹部發表演講，講話主題是：動

員黨內同志繼續向黨的組織領導提意見，不要受到社會上「反擊右派猖狂進

攻」的影響。彭真首先表示：「那些人和我們中國共產黨並不是一條心。他們

裝著響應我們黨『歡迎發表不同意見』的號召的模樣，骨子裡卻要推翻我們

的黨，或與我們黨平分秋色，輪流坐莊。」他接著表示：

那些人能和我們今天在座的同志們相提並論嗎？我們都是自家

人。一方面，黨的組織領導確有許多自己尚未覺察的不足之處，

需要大家提意見，多幫助；另方面，黨內也確有許多人蛻化變

質，胡作非為，騎在人民脖子上拉屎拉尿，害得在他們魚肉之下

的人民怨聲載道，有冤難伸。這就更需要予以無情地揭露，並請

大家幫助黨組織想想辦法，認真解決這個大難題⋯⋯。再說，黨

的方針政策及其貫徹執行，也並不都是十全十美、一帆風順的。

這也是需要大家幫助黨的領導洞察秋毫，力求改正完善的。

彭真進而強調：

總之，「門外」反右歸反右，「門內」有意見照常提，這叫「內外

有別」。而且黨支部書記與支部委員同志們要帶頭提，為整個支

部的黨員同志做出表率，把我們黨的這次整風運動堅決搞好、搞

到底！即便提的意見不一定都正確，甚至錯了，那也不要緊；黨

絕不會把這些同志與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混為一談，這一點，我可

以代表黨中央在這裡向同志們作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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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戴煌的回憶：以彭真在中央政治局中僅次政治局常委的重要身分，

以及「他這等熱誠坦率、語重心長的講話」，「誰還能不信以為真地心頭熱呼

呼？一切茫然疑慮都立刻煙消雲散」。他在散會後回到單位便開始對黨組織

直率地提出意見，並認為：「我這都是遵照黨的指示說話的，即便態度率直了

些，語氣重了些，也都是為黨好，不會有任何問題」，況且彭真是「代表黨中

央作了保證的」。（戴煌，1998:	320–321）彭真的話言猶在耳，這名聽話的忠

心黨幹不久就被扣上「右派」帽子。

彭真這種祭出「內外有別」的說詞與手法，成功地鬆懈了下級黨幹擔心

步上黨外「右派」後塵的提防心理，有助在黨內繼續貫徹「釣魚」之策。正

因為其「釣魚」、「引蛇」的效果快又有效，彭真此一講話後來還下發給地方

學習與參照。事實上，1958年春，就仍有雲南的縣級幹部使用彭真這份誘騙

「內外有別」的講話，鼓勵、引誘下級黨員發聲，再從中挑選打擊（董克讓，

2009）。

二、彭真同北京高校內的黨外教授座談，要後者在運動中知所進退，服

膺中共的領導外，也配合其「反右」鬥爭的展開。在彭真的命令下，北京市

委在 6月 16日上午召集 120多名黨外的教授與副教授進行座談。彭真在會

上回顧整風以來的發展，指出 90%以上的意見是建設性的言論後，話鋒一

轉表示：

但也有相當數量是惡意的，最突出是否定一切政績，攻擊共產黨

的領導，要共產黨退出工廠，退出學校，放棄對文藝界的領導，

污衊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國家是「家天下」、

「黨天下」。總之，他們不要共產黨領導，不要社會主義，這就使

整風運動中出現「急風暴雨」的階級鬥爭，出現了一場政治鬥爭。

彭真更強調：「有人說，要同共產黨打三個回合」，「為了要和右派分清是

非，三十個回合我們也幹！」彭真最後交代這些黨外教授一項政治任務—

利用自己的關係與人脈，出面規勸那些對黨有「成見」的高級知識分子，盡

快地向黨伏首稱降（《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38–239）。



266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三、彭真直接插手、指揮個別學校的「反右」進度。

囿於篇幅的限制，此處著重介紹彭真對北京市三所重點大學運動的介入

情形。清華大學方面：對於清大的運動走向，彭真一直予以高度的關切。前

述的 5月底彭真召集的高校負責人「招呼會」上，彭曾當面讚揚一位數日前

在清華園裏公開與學生進行政治辯論的團委幹部，稱之「像個共產黨員、共

青團員」，令後者感到驚訝（阮銘，2010:	182）。由此可見彭真對該校運動情

況的仔細掌握。根據一名清大黨內「右派」轉述蔣南翔秘書的話：在「反右

派」開始之前，北京市委幾乎夜夜召集蔣南翔開會。在一日的會後，蔣南翔

對秘書說：「今天彭真同志又批評我了，說我為什麼總捨不得你那些『徒子徒

孫』。」（郭道暉，2009:	58）從相關的資訊中可以看出：彭真不下一次地批評

蔣南翔未能狠下心地將一些出身學生運動的清大黨幹作為「右派」看待。從

事後的發展來看，被彭真鎖定的就是該校黨委常委、校長助理袁永熙（原清

大黨委第一書記，蔣中正重要文膽陳布雷的女婿）。「反右」開始後，彭真委

託劉仁繼續召集清大高幹到市委開會，堅定後者「反右」的意志並採取一致

性的行動。市委更派人到該校的緊急黨委會上宣佈其決定：開除袁永熙黨籍

和停止 11位黨委委員與黨總支幹部的黨籍。一名當事者在 52年後回憶時仍

心有餘悸地表示：「其泰山壓頂、突然襲擊的威勢，使我們猝然不防，驚詫不

已。」（郭道暉，2009:	59）《人民日報》也隨即刊載揭發袁氏「右派」面貌的

快捷戰報（人民日報，1957g）。

何以彭真對清大的運動發展介入如此之深？前述的當事人給了一個答

案：為了「號召開展反擊黨內右派的大鬥爭」，「清華就成為毛澤東和北京市

委〔彭真〕推動反右運動的『先進』樣板」（郭道暉，2009:	59）。1958年 1月

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表示：「有一句名言，『千金難買的好時機』，『寸金難

買寸光陰』，大鳴大放，清華大學叛變了幾個支部，不然審也審不出這些叛變

份子。」（顧行、成美，1991:	96–97）這算不算是對由彭真領導的北京市委監

督、蔣南翔具體操辦的清大黨內「反右」成果的一種肯定呢？

彭真除了深度地介入清大黨內的「反右」，他對該校黨外的「反右」也

有所干預。前述的 5月底彭真召集幾間北京高校黨團領導人的「招呼會」上，

他就面諭清大的團委幹部回校後要積極邀請學術聲望甚高的黨外教授錢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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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演講，並囑咐一定要將錢的言行全程記錄下來。4錢偉長最後也因言語

被抓到把柄而被打作「右派」。

北京大學方面，彭真對北大燕園的運動情況也瞭若指掌、牢記在心。北

京大學西方語言系講師黃繼忠，在 5月下旬帶領近 20多名該校學生，到清華

大學介紹北大的「鳴放」運動並進行串連，促成了「自由論壇」的出現。此

論壇希望扮成類似英國供民眾自由發表政見的海德公園。對於黃繼忠的相關

大膽舉動，彭真後來指示：「黃繼忠是北京高校第一個帶學生出校門的，應該

嚴懲！」黃氏最後被打為「極右份子」。黃身為班主任帶領的班級（共 24員

學生），有 2/3被劃為「右派」（丁抒，1995:	282）。

人民大學方面，彭真在 7月一次北京市委局級以上領導幹部參加的「反

右」整風動員會上，將「鳴放」期間在北大、人大做過 6次演講，辯才無礙、

常將校內黨幹辯得啞口無言的人大學生林希翎，公開點名為學生中「天字第

一號的大右派」。既然彭真都發話了，縱使人大校長吳玉章再怎麼不同意，也

改變不了林希翎被劃為「右派」的命運（黃子琴，2012:	102,	484）。

柒、彭真對運動激化蔓延的助長

一、政法領域的「反右」

整風、「反右派」在政法領域內執行的方向，就是揭發、批判各種意圖

脫離黨的領黨、強調法律和司法自身獨立性的主張和人士。彭真在中共中央

分工管理政法，因此他就是政法系統運動的最大監軍。彭真的相關政治活動

主要包括：聽取政法部門的運動彙報並予以指示；審定《人民日報》關於政

法部門運動的重要社論；在運動期間舉行的重要中央會議上，針對政法領域

運動發展進行發言與報告。

1957年，政法領域裏涉及層級最高的「右派」冤案，就屬國務院監察部

常務副部長兼黨組副書記王翰的案子。王翰在中共建國前先後在文化、學運，

以及軍隊工作上為黨效力；建國後，他的主要精力則放在監察工作上。由於

4	 	阮銘提供的訊息，台北，2006年 11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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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翰向來主張監察部門的獨立地位和實質職權、重視使用知識分子、提倡幹

部學習業務、反對政治運動，力防冤案的發生。在整風、「反右派」初期，他

又力保下屬，因此在政法系統中被中央當作是運動「祭旗」的人選。隨著王

氏被政治清洗，各地的監察機關在運動中連帶地遭到重大的衝擊，有的省份

的廳級監察機構竟有 20%–30%的幹部被劃為「右派」，傷亡極其慘重（丁抒，

2006:	236,	314）。王翰被打為「右派」後，下放三門峽水庫勞動，長達 16年，

直到 1978年以後才恢復名譽。在王翰「右派」冤案鑄成一事上，中央政法書

記彭真自是脫不了干係。

1957年 6月中旬至 7月中旬，監察部及其系統逐步開展「反右派」，在

部長錢瑛坐鎮下，部內涉案入罪的黨內人士層級愈來越高、人數也越來越多

（人民日報，1957h）。王翰對此傾向和作法表示疑義而引火上身，成為部裏

「反右」繼續上挖、深挖的最大目標。9月 10日，彭真聽取監察部的運動彙

報。彭真對該部方興未艾的運動作何指示？彭真的官方年譜僅披露彭表示：

「反右派的關鍵在黨內，右派的危險也在黨內。對黨內的右派，不能講溫情主

義，不能政治上不嚴肅。」（《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56）其雖沒有明說

是針對王翰，但由於王氏平常在部裏主持日常工作，地位關鍵影響大；他黨

齡已有 25年，政治資格老，迷惑其他黨員的危險性高。更重要的是，他此時

已被部黨委視作部內的「右派」「首犯」。因此，彭真所指的監察部「黨內的

右派」，就算不是專門針對王翰而來，也必然包括他在內。既然彭真有令：

「對黨內的右派，不能講溫情主義，不能政治上不嚴肅。」監察部以錢瑛為首

的黨組對待王翰的方式，之後就更全然不講溫情，嚴厲到不將之影響徹底肅

清不罷休的地步。

從 10月底至 11月底，監察部連續召開了 16次鬥爭王翰的全體工作人員

大會，批攻的大字報多達 1,100張。此外，監察部還舉行王翰的「罪證展覽

會」，歷數王的錯誤觀點、工作弊病和生活特權等問題，並組織各地的監察人

員分批前來參觀，以搞臭王翰的政治聲譽。監察部對王翰狠相如此對待，彭

真心知肚明。在監察部召開的一連串鬥爭王翰大會的中間，11月 10、11日，

彭真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包括監察部在內的政法部門的「反右派鬥爭

的情況彙報，討論右派的劃分問題」（《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69）。從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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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會議結束後，鬥爭王翰大會仍繼續進行直到同月底才告

止來看，彭真是支持錢瑛為首的監察部這種「對敵（黨內「右派」）鬥爭狠」

的態度與作法。在有彭真開綠燈的背景下，錢瑛和監察部下一步就是將一系

列批鬥大會中湧現的揭發王翰材料，作進一步的甄別整理與系統總結。12月

上旬，監察部的「反右」成果，以刊登在《人民日報》的方式公諸於世（人

民日報，1957k；1957l；鄭紹文，1957）。

在次年 2、3月舉行的第七次全國監察工作會議上，「清除王翰右派反黨

集團」被突出強調是：「監察工作上兩條道路鬥爭的巨大勝利，也是今後監

察工作向前邁進的重要保證。」彭真到會肯定包括王翰劃「右」案在內的監

察工作的成績（人民日報，1958）。

彭真麾下的北京市的政法戰線，也在運動中成為「重災區」。10月 9日，

《人民日報》社論《在政法戰線上還有嚴重的鬥爭》指出：「在北京、廣州等

地都發現有的右派分子充當了地方人民法院的審判員，公然為反革命分子開

脫罪責；有的對反革命罪犯採取重罪輕判的方法，使該判死刑的只判了很輕

的徒刑。」（人民日報，1957j）由於該社論乃經彭真審閱（《彭真傳》編寫組	

編，2012b:	263），因此相關文字可看作是彭真對北京市政法部門的一種批評，	

同時也是他對首都政法工作者發出的「反右」動員令。經「反右」浪潮的強

力拍打後，北京市的司法部門劃了 83名「右派」，佔其司法人員總數的比例

高達 9.25%。其中包括了北京市的高級法院院長、中級法院院長，以及市司

法局的正副局長。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高級法院院長王斐然，因主張「審判獨立」、「以法

治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被法院黨組初定為「右派」。王的案子報送到

彭真為首的市委後，彭真一開始表示對之要予以保護，劉仁也說：「王斐然是

老實人，不是反黨的」。但是到了 1958年的運動「補課」時，這名曾被彭真

評為「北京黨內真正懂法律的」王院長，後來還是沒有逃過一劫，被戴上了

「右派」大帽而被迫去職（丁抒，2006:	251–252,	313）。事實上，王斐然也成

為北京市運動中被劃為「右派」的最高級別幹部。

對於王斐然是否需要戴帽一事，彭真為何改變了態度？根據北京市委高

幹配偶的看法：「由於北京市幹部也必須劃上些右派，才能搪塞中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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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才拋出這一個的吧。這種辦法，各級都不能不如此。」（韋君宜，2000:	

66）但或許還有另一種可能性：當彭真在政法領域高舉黨大於法的旗幟、加

大「反右」力道時，屬於自己旗下的王斐然如果未因強調法律至上地位與作

用而受懲，恐怕難以服眾，尤其是對政法領域中那些由彭自己煽起熱勁的運

動積極分子。工作細膩的劉仁在王斐然被劃為「右派」後，特意請後者至家

中用餐、表達關心之意（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宣教處，2002:	127–128）。彭真

見王痛心檢討、洗心革面，之後也將之提拔為北京圖書館副館長（原北京市

委機關毛澤東思想紅旗兵團，1967:	37）。

二、高校的整風「補課」

9月 20日至 10月 9日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宣稱「經過三個多月的

鬥爭，情況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在各民主黨派、高等院校、其他知識界

和省市以上機關，鬥爭一般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在 10月 8日的全體會議

上，彭真發言表示：「6月 8日前，『右派』趁大鳴大放之機猖狂進攻，教職員

和學生思想很混亂，迅速轉入反擊『右派』是必要和正確的。」對於高校接下

來的運動重心，彭真指出：「現在，大專院校反擊『右派』的鬥爭差不多了，

但接受群眾的批評和意見、改正缺點錯誤的工作，做得很不夠」；「我們反擊

『右派』只解決了問題的一半，另一半，甚至可以說是一大半，是改進工作問

題，還沒有很好地解決，我們在高等院校還欠著債。準備在北京 34所高校

中再發動一次鳴放高潮。」兩天以後，彭真當面交代北京市各高校的負責黨

幹：「『反右』鬥爭已取得基本的勝利，現在的工作中心是解決整改問題。」

（《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63–264）

彭真雖表示北京高校的「反右」「差不多了」、「已取得基本的勝利」，但

不表示不用繼續在校內抓劃「右派」了。例如：北京大學在黨委第一書記江

隆基的任內，其師生已超過 500人被劃為「右派」，其中有些「右派」更是彭

真領導的市委，甚至是彭本人親自介入決定的。但江的運動積極性仍然被彭

真嫌不足。1957年 10月下旬，鐵道部副部長陸平調任北大，取代江的黨職。

北大的運動在 1957年金秋後雖然進入所謂的「整改」階段，新官上任的陸平

仍戮力在校園中進行「反右補課」，從 1957年底到 1958春，短時之內又有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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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名師生被劃為「右派」。陸平在北大的運動所為，與彭真有著千絲萬縷的

關係。

有資料指稱，彭真與鄧小平在 1957年秋參觀北大時，看到校園內運動

大字報後曾表示：「北大右派的質量很高！」其意指北大的「右派」「貨真價

實」、「名實相符」。他們更指示：在北大劃「右派」可以超出 5%的比例，甚

至可達 7%以上（高瑜，2012）。一名北大物理系的「右派」更直接指控：是

彭真親自下令北大開展「反右補課」，並派出一個工作組強力監督執行此事。

在此背景下，北大物理系學生的「右派」人數和比例，在全校內皆佔首位。

這名學生本身也是在這一波北大「反右」中落難（林木，2012）。

在北大「反右補課」問題上，原北大黨委成員不諱言地指出：「陸平同志

作為新任的黨委第一書記，自然要積極貫徹領導上的指示，使北大黨委不再

繼續被認為『右了』。」（王學珍，2007:	13）陸平在冀察晉根據地活動時，就

經常請示彭真；他到北大工作後，在組織上更直接受彭真領導（陸瑩，2007:	

124–125）。在整風初期貼大字報提倡民主、自由與人道，後來在運動後期陸

平任內被補劃為「右派」的物理系學生燕遁符說：「陸平也真的不負重托，領

導北大反右十分得力」，「與彭真配合得十分默契」（俞梅蓀，2011）。

繼 1957年至 1958年的整風、「反右派」中對北京高校裏思想獨立、活潑

敢言的學生進行政治打擊後，彭真在 1963年又與中宣部部長陸定一，續以

抓「反動學生」為名，對北京高校學生進行思想箝制與政治迫害（平乃彬，

2011:	61–62）。其思維和作法「幾乎是 1957年劃右派的重演」（錢理群，2007:	

421）。被認定為政治反動的大學生，如同前幾年「右派」學生的遭遇，就被

送去北京市郊的勞改營接受監督改造和從事苦不堪言的體力重活。

三、中小學的整風、「反右派」

5月 14日，毛澤東曾批轉一篇上海中小學老師對中共提出批評意見的報

導，給彭真在內的 5位中央領導人。這些中小學的教育工作者對黨工作指責

之深刻，連毛閱後都感到「不整風黨就會毀了」（《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22）。但是中共中央暗地進行的「引蛇出洞」，乃以高級黨外人士和高校的知

識分子為優先誘獵的目標；對於以小知識分子為組成主體的中小學老師，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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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後一階段再來處理，以免大小知識分子在整風中不期地合流，進而在輿

論上蔚然成為一股黨難以駕馭之風。

有鑒於此，在運動的「引蛇出洞」階段，彭真在中央高幹會議上指示地

方要人：為了不「出什麼毛病」，中小學「不能放」（5月 27日）；對中央和北

京市的機關幹部表示：不要在中小學「開展整風」，「以免分散力量」（5月 24

日）。其後他又再次指示北京市人員：「中小學暫時不搞」（6月 1日）。到了

「反右」即將打響之時，或因為已從黨外政學菁英和高校師生中蒐集、累積了

一定數量的「反動」言論，並足以對之作政治算帳用，中共開始允許中小學

老師在組織的安排下放口鳴放。彭真就說：「中小學教師如要放，由市委、區

委召集座談會」（6月 7日）（《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22,	229,	231,	235）。

但在 1957年夏天的「反右」攻勢中，中共主要聚焦在政治討伐民主黨派、機

關高校裏的「右派」。至於中小學裏的政治雜音，只好留到秋後再來處置。

在 9月、10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和中央政治局頻仍地召開會議，討論和

制定《關於在中等學校和小學教職員中開展整風和反右派鬥爭的通知》。該

《通知》認為：為數兩百多萬的中小學教職員的社會出身和政治思想情況，

可能比大專學校還要複雜，因而有必要接受運動的「洗禮」和考驗（沈志華，

2008:	655）。彭真積極參與此一中央文件的產生（《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57,	265）。彭真對中小學教育人員這一群體的敵意和不信任，可見於 11月 28

日他對北京全市黨政領導幹部的講話。彭真在其中提到「遼寧的負責同志」

告之：「小學教員方面不是人多〔的問題〕，是調整質量問題，中學也是一

樣。」（彭真，2003b:	871）遼寧領導人對中小學教職員的思想問題，看得特

別嚴重（沈志華，2008:	655–656）。彭真顯然接受了前者的看法和判斷。

12月 7日，北京市委教育部響應彭真的指示，提出在北京市的小學裏推

行整風、「反右派」的運動計畫。其中痛陳首都「小學教師隊伍的複雜和思想

的混亂狀況」，強烈主張從市內機關企業的黨員幹部中抽調人力，以作為接管

存有嚴重問題的小學的準備力量，並建議在寒假集中教師，「採取專題鳴放的

形式，揭發學校幹部和教師的各種違法亂紀和反動的思想言行，展開大辯論

和反右派鬥爭，從而整頓幹部和教師的隊伍，初步整頓學校的工作秩序。」

十天後，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同意市委教育部此一針對小學的運動部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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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北京市委，2003:	899–903）。到了 1958年 2月底，北京市的中小學裏劃定

的「右派分子」就達 1,637人（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2011:	207）。

1958年 2月 12日，彭真以中央書記處的名義，召集 9個省市的黨領導人

開會。或以斯時首都中小學的「反右」發展為例，彭真在會上對這些地方要

員表示：「中小學教員隊伍要清理」，「要處理壞人，決心把這條戰線搞好。」

（《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86）2月 16日，彭真進而指示：「中小學教員

必須徹底整風。不能為人師表的，都不要做中小學教員。把後代給反社會主

義、對社會主義不滿的分子或者壞分子去教育，是不應該的。」「處理中小學

教員要和機關人員一樣，保留工資，下放參加勞動，或調作其他的工作。已

經批判的右派，要開始做爭取工作。一做爭取工作，內部就會起分化。如果

這裏爭取，那裏還未鬥也是問題。中央準備發一指示，沒批判沒揭發的還要

揭發批判。」（彭真，1958:	78）5

在中共中央、尤其是彭真代表出面的聲聲催促下，大批的中小學教職員

在 1958年初的寒假前後被打為「右派」，進而造成全國「右派」總體人數在

短時內的筆直增長。同年 5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就表示：

「反右」高潮後，在小學教員中還搞出了十幾萬「右派」。此數目約佔當時全

國 30萬「右派」的 1/3（沈志華，2008:	657）。一再鼓勵在中小學教職員裏大

搞整風、「反右派」的彭真，也察覺到運動在此一群體中走火了。在北京市，

彭真指示政法部部長劉涌和負責中小學整風的教育高幹楊伯箴前去調查。

劉、楊將有些學校領導竟把凡是穿綢緞衣裳的教師都打成「右派」的現象向

彭真報告，彭聞後予以批評並指示市委教育部要逐校問查（劉涌，2002:	259–

260）。劉涌晚年回憶此事稱讚彭真務實之時，不知是不知情或是不願正視一

個重要的事實—彭真正是當初大力號召在北京市以至全國的中小學教職員裏

大肆獵捕「右派」的主要中共領導人。

5	 	對此，彭真的官方年譜僅僅寫道：「講話還談到清理中小學教師隊伍和對右派做教育爭取工
作，要把他們中的多數人改造好。」完全不見彭真在同一場合中提出要繼續在中小學教職

員中抓鬥「右派」的言語（《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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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彭真對「右派」的劃線和審定

一、彭真在「右派」劃線上的主張和問題

何種言行算得上是「右派」？中共在運動中遲遲沒有拿出一個劃定「右派」

的標準。事實上，以言治罪是無法有一條真正客觀、明確的界線，因此有越

來越多的人被打作「右派」。彭真在「反右派」開始後的一段時間，採取了選

立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傅鷹為「中右」標桿的方法，也就是只要鳴放言論的

尺度沒有超過傅鷹，就不算是「右派」。他希望如此可使「右派」的帽子不至

過於濫扣和濫戴。彭真選定傅鷹，乃因後者的言論幾度被毛澤東認為是愛國

而非貳心、尖銳但出於善意；傅鷹在整風中也表現得與黨靠攏並曾發言稱讚

彭真（王澈，1957）。因此，在「反右派」發動沒多久，彭真就在內部作出「傅

鷹不是右派」的裁示（《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38）。

豎立傅鷹為「中右」標桿的運動效果如何？據聞彭真自己曾說：「立了傅

鷹這個標兵，使反右派鬥爭沒有擴大化，保護了一些人。」（原北京市委機關

毛澤東思想紅旗兵團，1967:	37）親彭真的人士和著作也說：相關作法讓北京

市的一批知識分子，避免了被劃為「右派」的命運（中共北京市委《劉仁傳》

編寫組，2000:	353；王漢斌口述、韓勤英整理，2012:	70）。然而，彭真另一

項「右派」的劃線做法—設定劃抓「右派」的指標，大大限縮、抵消了「傅

鷹條款」的政策預期作用。

根據運動的相關著作和運動當事人的說法，彭真對北京市各單位抓劃

「右派」的人數比例，定下 5%的指標（丁抒，1995:	280）。彭真此舉的目的，

或許原本是要限定運動的打擊面，然而，其卻促成下級黨幹機械地硬湊「右

派」人數，以達到此一指標的現象。易言之，原先的政策「好意」是用指標

規限運動，但想不到竟出現指標激化運動的局面，進一步促成運動打擊面的

擴大。就以在北京高校中抓劃「右派」為例，為了達到彭真規定的運動指標，

北京市委的高校黨委內部出現了爭論。有一派主張應要多在教授而非學生中

抓劃「右派」，例如市委大學部部長楊述就表示：「年輕人犯錯誤該保護」，

「傅鷹那樣老罵街的都不劃，還劃學生？應當劃傅鷹。」另一派則反之，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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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多在學生而非在教授中抓劃「右派」（韋君宜，2000:	54）。作為北京市委

「大家長」的彭真傾向後者。彭真就指示：有一些教授可以保下來，「因為他

們還可使用」，並批示「不足之數由學生中補」（王迅，2012）。

二、彭真在「右派」審定上的權力和影響

中共中央書記處在審定黨政各單位呈報的「反右」果實時，有副總書記

地位之實的彭真，有時即可以在政治上定人生死。如前所述，《中國青年報》

副總編輯陳模的政治命運，因彭真一句「陳模不是右派，還有誰是右派？」

就無法翻轉了。時任中央廣播事業局黨組成員、副局長、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副總編和對外廣播部門負責人的溫濟澤，被其所屬的中央廣播事業局黨組劃

為「右派」，經中宣部認可後報送中央書記處定奪。最後也由彭真批定（李

輝，1993）。

彭真也是有助人一臂、使之免於在「反右」大浪中滅頂的時候。市委大

學部部長楊述的妻子韋君宜，在「中國作家協會」就丁玲、陳企霞翻案問題

而出現內部爭論時，認為應當要持平處理，再加上她講話率直，結果被「作

協」中的運動好戰者糾纏上，處境岌岌可危。楊述在北京高校中認真積極地

「反右」，但見韋君宜有被打為「右派」之虞，便求助了他的直屬長官彭真。

楊述在延安時期即結識彭真，他又是彭真治下的首都高教負責人。楊述將韋

君宜的危險狀況告訴了彭真，彭真對下屬的配偶伸出援手。他表示：韋氏「平

時和黨的關係是好的，就不劃右派了」。並要楊述幫助其妻「認識錯誤」（原北

京市委機關毛澤東思想紅旗兵團，1967:	37）。韋君宜雖躲過「右派」高帽，

但活罪難逃：她一方面繼續得在批鬥會上挨批，另一方面，又要戴罪立功，

發文批判他人。

對於北京市「右派」的審定和處理問題，彭真更是一錘定音。前文提及

的帶學生出校門串連的北京大學講師黃繼忠，因被彭真點名要嚴懲，最後被

打作「右派」的最底層—「極右份子」。整風期間鋒頭甚健的「右派」學生

—人民大學的林希翎（彭真稱之為「天字第一號的大右派」）和北京大學的

譚天榮，他們的處理意見在 1958年春由彭真公開宣告：「開除學籍、留校監

督勞動、當反面教員。」彭真還表示：黨對此二人甚是寬大，沒有法辦與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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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勞動教養（黃子琴，2012:	107）。即便有此「優待」處理，林希翎仍一直不

願低頭就範。公安部長羅瑞卿主張對之進行「強制性的改造」，獲得彭真的

同意。不久，林希翎即遭北京市公安局拘留，之後更以她犯了「反革命罪」

為由，對之進行長期的關押和勞動改造（黃子琴，2012:	110–111）。

在研商首都市民是否要戴上「右派」帽子的問題上，事實上，彭真也有

慈眉善目、高抬貴手的一面，但主要限於針對少數的名人之流。例如：知名

京劇演員馬連良和導演焦菊隱，最後都由彭真發話而過關（章詒和，2005:	

41–47；華夏經緯網，2012；孟紅，2007:	50）。得到彭真庇護的人，畢竟是屈

指可數的幸運例子。直接或間接因彭真的關係以言入罪並戴上右派大帽者，

人數更多。他們其中又有不少是年輕的學子，本有的大好前程，一夕丕變，

長期淪為政治賤民，身心皆備受折磨。

玖、彭真在運動中與毛澤東、鄧小平的互動和影響

在 1957年整風、「反右派」期間，彭真主要向兩位黨內上級負責：一是

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另一則是彭真在中央書記處的長官鄧小平。彭真在

運動中和毛澤東、鄧小平的互動情形和其對運動的影響問題，分述如後。6

一、彭真和毛澤東之間的互動

毛澤東在推行整風、「反右派」的過程中，對彭真甚為重視和重用。毛澤

東在運動期間經常召開限於少數人參加的高層決策會議，彭真是固定出席的

一員；毛主持起草重要的中央運動文件和指示時，彭真不但能有獲閱和提意

見的機會，甚至有出現毛指定交由彭真把關、決定相關的運動指導文件，是

否適宜下發、批轉的情況（毛澤東，1992:	537–538）。彭真在中央書記處襄助

鄧小平推行運動，但毛有時候會直接找彭真商議運動事務，甚至交辦任務。

譬如：毛指派彭真去江蘇催促其省委領導人加強該地「反右」的力度。對於

6	 	作者感謝審查人所提的建議：探討彭真和毛澤東、鄧小平在運動中如何互動，以及對運動
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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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的運動情況，尤其是高校的運動進展，毛尤為關切。他會找彭真詢問

情況，進而對之耳提面命（李維漢，1986:	834）。

毛澤東如此看重彭真的動機，主要有兩點：第一、毛澤東希望借重彭真

過去參與領導延安整風的經驗。中共在 1957年發動的整風運動，其糾正黨內

不良之風、清除黨內不肖之徒的運動宗旨，以及其開門引進黨外建言、發動

群眾參與的運動方法，基本上無異於 1940年代中期推行的延安整風運動，甚

至可以說是它的翻版。彭真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可說是劉少奇以外，毛澤東

最得力的左右手（鄧小平當時不在延安）。彭真當時為了踐行毛澤東的整風理

念不遺餘力，即使引人詬病、傷及無辜也在所不惜，他也因此深得毛的信任

（高華，2000:	382–388；何方，2005:	349–361）。毛在十餘年後重啟整風運動並

尋覓幫手時，彭真自是其所想的重要人選。第二、毛澤東欲以彭真領導的北

京市為整風運動的試點和起點。中共建國以後的幾次重大政策和運動，包括：

鎮壓反革命運動、「三反」運動、「五反」運動、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

改造運動，皆以北京市為先導和模範。彭真每每竭力應和、交出實績而受毛

稱許（陳永發，2001:	636–639,	647–652；李海文、王燕玲編，2002:	128）。毛

亦希望彭真治下的北京市，在 1957年的整風、「反右派」中能再立新功。

彭真也確實不辜負毛澤東對他的政治厚望。從前文的討論中可看到：彭

真無論在中央或是北京市執行毛澤東的整風、「反右派」政策和指示時，皆恪

遵不懈，有過之而無不及。彭真的動機除了可能基於對組織紀律的服從（不

遵從之即有遭清洗的風險），彭真在運動各階段的認識和主張，乃與毛保持

高度的一致：先是認為黨的確需要藉由整風除弊革新，後又基於階級鬥爭的

思考慣性和捍衛政權的敏感心理，以為黨遭逢「右派」的逼宮，不但對之要

果斷回擊，更須除惡務盡。彭真在開門整風的階段，或許還有一種自身過去

的施政作為（如在「肅反」運動和思想改造運動）有遭到政治清算的危機感。

因此，當毛指控「右派」其心可議、妄圖推翻中共統治，彭真不難有同仇敵

愾之感。此外，彭真也很可能在運動中抱有爭個人表現，以獲得毛澤東的佳

評並成為黨內同僚楷模的政治計算。他一手負責打理的北京市運動，就提供

了一個絕佳的機會。

如前所述，彭真領導的北京市乃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其工作較諸他地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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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毛澤東的關注和期待。北京市聚集著名的黨外高級人士和全國重點高校，

使之在全國的統戰工作、文教工作、知識分子政策上，一向佔有帶頭示範的

地位。整風、「反右派」運動主要涉及以上的對象和工作，彭真深曉北京市

動見觀瞻的地位，也懷有「爭當天下先」的盤算，因此，在整風的前後和期

間，彭真即有意識地要將北京市的運動實踐，打造成全國各地運動的樣板。

如其自己所言：「北京市要做典型。」

彭真努力、積極地在首都地區培養、創造和總結運動經驗，既向毛澤東

獻計、也向毛表功。彭真將其麾下的北京市，經營成毛的運動構想的第一塊

試驗田後，如此直接使得當地的運動升溫發展，至少處於不落人後的狀態。

經毛認可後，烙有彭真個人印記的北京經驗，再作為其他省市運動的學習榜

樣，進而產生全局性的影響。彭真催逼出來的清華大學的黨內「反右」戰績

和北京高校的「反右」「補課」，就是明顯的案例：前者作為中央登載報章、

要各級黨委效尤的黨內反「溫情主義」的範例；後者則是中央要各地高校在

「反右」問題上「宜將剩勇追窮寇」的參照尖兵。

二、彭真和鄧小平之間的互動

彭真在中共黨內的地位原本比鄧小平高，但在 1950年代中期，出現了鄧

小平後來居上的微妙變化。彭真在 1945年的中共「七大」，就已進入中共中

央政治局，躋身中央領導之列。鄧小平雖遲至 1955年的中共七屆五中全會，

方成為政治局委員，但是他在次年的中共「八大」更上一層樓，被選入中央

政治局常委會，較諸續任政治局委員的彭真還高一階。在「八大」新設的中

央書記處內，鄧小平也作為彭真的上級領導。即便鄧小平的地位躍居彭真之

上，兩人之間似無存在明顯的緊繃關係和較勁意味。此乃因為鄧小平在短時

之內的「搏扶搖而直上」，主要肇因於毛澤東對之的不次拔擢。對此，彭真恐

不敢有所異議。其次，鄧小平的政治能力和表現為人所共睹，彭真自身也因

此而受惠。最直接的例子就是：鄧小平在 1953年底至 1955年對高崗問題的

揭發和處理，實際上等同為彭真剷除了重要的政敵。7這事應讓彭真甚為感

7	 	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結束後，彭真被中共中央任命為東北局書記，負責搶佔東北地區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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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也較能心服地接受鄧小平政治崛起的事實（鍾延麟，2010:	553）。在 1957

年的整風、「反右派」中，鄧小平和彭真之間表現得合作無間，更讓雙方的關

係益加友好。

第一、因為中央書記處的職責是「在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領導下

進行工作」，身為書記處正副領導人的鄧小平和彭真，共同負責執行整風、

「反右派」政策，對於運動推行的結果，兩人一起承擔、休戚與共，因此不致

有相互掣肘的情事發生。事實上，在運動期間，鄧小平和彭真的政治意向毫

無二致，相較於彭，鄧投入的熱度也不相上下（鍾延麟，2013:	69–148）。鄧

小平晚年就不諱言自身在運動中是一名積極份子（鄧小平，1994:	277）。鄧小

平和彭真各自對運動抱持的積極、熱烈態度，在彼此觀摩和刺激下，不但可

能有增無減，更甚至有互相加乘的效應。由他們率領的中央書記處，在督管

和稽催中央和地方運動進展時，很難不受這種愈加激揚的政治氛圍的影響，

進而對運動的全局發展產生推波助瀾的作用。

第二、在整風、「反右派」期間，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內對彭真相當地

倚重和放手，讓後者有很大的揮灑空間。一方面，鄧小平和彭真經常一道指

揮、調度下級黨官，例如：在「引蛇出洞」階段，他們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

指使統戰和高校部門抓緊時間舉辦座談會「釣魚」，並要宣傳部門即時整理、

發表「右派」的言論並撰寫反擊文章。在「反右」開始後，他倆緊盯中央黨

政部會的運動情況，努力讓之保持高溫的狀態。另一方面，在鄧小平的委託

下，彭真有時直接代替鄧主持書記處會議，或以書記處的名義召開為時冗長

的全國電話會議，聽取運動報告並回覆相關請示。鄧聽力不佳、又沒有夜間

工作的習慣，因此將此一工作委交予彭。經過此次整風、「反右派」的默契

合作，鄧小平和彭真在中央書記處內分工愈益形成：鄧小平領導、主持做出

決定後，由彭真負責細節決策和具體籌辦；鄧小平有事或外出時，即由彭真

代理主持書記處工作，亦即由彭真實質擔任副總書記的角色（李向前、王桂

華，2002:	78）。

	 	務。但在此期間，彭真和高崗、陳雲、林彪在東北經略方向上出現嚴重的歧異和爭執，最
後以彭真被中共中央調離東北局收場。因此事之故，彭真和高崗的關係甚為緊張，特別是

高崗對彭真的敵視，讓後者備感壓力（趙家梁、張曉霽，2008: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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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57年貫徹、執行毛澤東的整風、「反右派」政策上，鄧小平、彭真

領導的中央書記處的卓有成效，包含鄧、彭各自的個人運動表現和兩人之間

的通力合作，令毛澤東甚感滿意。他因此更進一步地希望整風、「反右派」期

間所形成的中央領導格局和指揮模式─以他為首的政治局常委會，直接經

由鄧、彭領銜的中央書記處統領黨內百官、推動政策。可以擴及到政治領域

之外。1958年 2月 17日，彭真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傳達毛澤東的指示：「中

央書記處對國務院和各部委的工作要管起來。」（《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288）根據這個新的組織安排，中央書記處及其領導人鄧小平和彭真，就在同

年發起的「大躍進」運動中擔綱演出。

拾、結論

正文對彭真在整風、「反右派」運動中的角色和影響所作的細密研究，如

何能增進我們對更大的中共政治問題，尤其是對毛澤東時期經常發起的政治

運動的認識？8此處將以彭真的個案為例，著重探討：在中共政治運動推行的

過程中，「督導人」的任務、角色，以及其政治影響。所謂中共政治運動中的

「督導人」，主要指的是負責將中央的運動指示，具體部署和落實在各部門和

地域的領導幹部。這包括了代表中央督促下級單位運動進展的中央負責幹

部，以及職司各單位內運動推展工作的機關首長（這裡特別指省部級以上）。

彭真跨足中央和地方、身兼多項要職，在整風、「反右派」期間就多方面

地作為負責推進該運動發展的「督導人」。在中央一級，彭真即常以中央書

記處領導人的身分聽取中央部會或地方省委的運動彙報並直接做出裁示。另

外，彭真在中央另外分工管理統戰與政法工作，他更往往直接指揮與布置這

兩個領域的運動。在地方一級，彭真又兼任北京市黨的最高負責人，具體掌

握燕京的運動發展。正由於彭真在整風、「反右派」中作為一名具有高度代表

性的運動「督導人」，綜合他的相關作為和活動，可以初步整理、歸納出中央

8	 	作者感謝審查人所提的建議：透過彭真這個案例研究「展示比較大的問題」，特別是藉之以
增進對中共政治運動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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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省級「督導人」的主要工作任務和內容，從而對中共政治運動中重要執行

骨幹的基本行為模式，有一個比較整體的認識和了解。

一、「督導人」必須針對運動在不同階段所提出的任務，提出相應的具體

措施，要求下級幹部和黨員按部就班地根據運動的規劃行事。就像在醞釀和

發動整風階段，由於中共呼籲各級黨幹改正不良之風，彭真一方面領導中央

統戰部召開座談會，廣邀黨外人士對中共的施政提意見，另一方面，他驅策

北京市委高幹檢查工作，並成立整風領導小組負責統管此事。在「引蛇出洞」

階段，彭改而要下級如中央統戰部和北京高校黨委暗中設計圈套，設法誘引

「黨外上層活動份子」和大學高校師生表達看法；但為了防止對黨的不滿之

氣溢向社會，他透過廣播演說穩定工人的情緒，也屢次指示中小學先按兵不

動。在「反右」階段，他則要屬下毫不心軟地追抓「右派」，並且將運動擴向

先前未深入的領域（如政法單位）和未觸動的部門（如中小學）。

二、「督導人」為了驅動下級黨幹忠實履行運動的階段性規劃，必須懂得

並擅於製造、運用政治壓力。例如：彭真以作政治報告、參加座談會或是訪

察的方式，讓下層僚屬及時明瞭運動的最新政策和指示。彭真後來又密集聆

聽下級的運動彙報，追蹤後續的發展，教後者不敢怠忽職守。對於堅決服從

運動指示者，彭真不吝勗勉，要之再接再厲；對於態度猶疑者，他則當面加

壓，要求限期改進。彭真就曾批評中央黨校的楊獻珍和清華大學的蔣南翔畏

首畏尾，強逼他們更積極地挖抓「右派」，如此使得這兩個單位的「反右」急

遽升溫。此外，彭真在北京市採行的規定「右派」人數比例的方法，更是讓

首都黨幹為了達到運動指標而不擇手段、寧枉勿縱。

三、「督導人」為了炒熱政治運動溫度，讓運動批判有的放矢，會結合

其經管或負責的部門、單位的實際情況，選擇或批可特定的批判標靶，藉以

營造對立的局勢，並且在其中進行分化、排隊、拉攏和敲打，以讓敵人陷於

孤立、少數的地位，並將朋友和同情者擴大為多數（Chen,	1986:	11–12,	181–

182）。譬如：監察部的主要批鬥目標是副部長王翰；在清大的首要批判目標，

黨內是袁永熙，黨外則是錢偉長。這些要不是出自彭真的意見，就是經過他

的同意。在選定政治對立面以後，「督導人」通常也會介入批判或在幕後進行

操控。章伯鈞、羅隆基、黃紹竑等民主黨派人士，是彭真在「引蛇出洞」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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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中釣引出來的。彭真是人民代表大會的領導人，他就利用人大開會之機，

動員非共人士程潛、唐生智和在北京與自己熟識的吳晗、梁思成等人，對章、

羅、黃等「大右派」進行砲轟，讓他們名譽掃地、身敗名裂。「督導人」在操

作運動批判時，其目的不單是要批判標靶俯首、喪志，同時也希望藉由此一

政治批判過程，對佔大多數的觀望人士進行政治教育、教化和爭取。

四、「督導人」成功鼓動黨員與群眾投入批判和揭發，將運動推向高潮

後，也要適時對之予以調控，免得運動衝擊面過大、耗時過久，也耽擱了正

常的工作。彭真對高校教授和中小學的「反右」運動，先是鼓勵放手、再逐

漸收縮，就是明顯的例子。在運動的後期，「督導人」還負責對運動的批判對

象進行最終的政治甄別、定性，以及組織處理。彭真偕鄧小平以中央書記處

會議為平台，審核屬於中央管理幹部的「右派」名單。在中央廣播單位工作

的局級幹部溫濟澤，其「右派」帽子就是由彭真定案。北京市委管理的幹部

和人員是否被劃作「右派」，彭真更是一言定奪。從大學講師到學生，都有被

他指定而被打入政治另冊者。此外，「督導人」也身負政治甄補的任務，亦即

對運動中的積極分子進行獎賞和培養。在人大會中的「反右」先鋒梁思成，

就是獲得彭真的保薦而加入共產黨（《彭真傳》編寫組編，2012b:	369–370）。

綜上所言，中共中央發出運動的號召以後，如彭真般的中央和省級「督

導人」的角色甚為重要。「督導人」的工作絕不僅是照本宣科地上令下達而

已。事實上，「督導人」在承上啟下、執行運動的過程中，有不少複雜和細緻

的工作需要處理，在其中也有一定的權衡空間和仲裁餘地。正因為有「督導

人」這種「組織保證」，中共全國性的群眾運動，包括：本文探討的整風、「反

右派」運動，之後相繼推出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大煉鋼鐵運動、社會主

義教育運動等。在各部門和地域推行時，不但事態發展過程如出一轍，也多

能達致一呼百諾、風行草偃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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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spring of 1957, Mao Zedong launched the Rectification Campaign. 
Initially, this campaign aimed at rectifying certain shortcoming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However, it soon became a political purge in which 
outspoken individuals were hunted out and labeled Rightists. During this noto-
rious campaign, Peng Zhen w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political figures. As 
a senior member of the Politburo of the CCP and the second-ranking leader of 
the Central Secretariat, Peng Zhen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decision-making and 
zealously assisted Deng Xiaoping in carrying out the campaign policies such 
as “luring out the snakes.” As the Central leader who took charge of political-
legal affairs and united front works, Peng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radical cam-
paign development in these two fields. Furthermore, Peng concurrently served 
as the Party Secretary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Committee. He was in charge 
of directing and supervising the campaign of Beijing city, and was eager to 
promote the campaign experiences of the nation’s capital as an example for 
emulation throughout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To sum up, Peng contributed 
much to escalating and radicalizing the campaign, and driving it forward 
excessively. Regarding the elite politics during the campaign, Peng was Mao’s 
trusted follower to implement his political initiatives, and he cooperated well 
with Deng to accomplish the campaign. This study also enhances the under-
standing of the political campaigns led by the CCP, and particularly the crucial 
role of the campaign executor.

Key Words: Peng Zhen, Rectification Campaign, Anti-Rightist Struggle, 
Mao Zedong,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